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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早年自中國南渡至新加坡從事建築業的華人移民女性進行探討，

這群女性勞工被稱作「紅頭巾」，泛指二十世紀初期自中國華南地區移動到新加

坡從事建築工作的女性移民，由於工作時特殊且一致的穿著，加上多數來自中國

廣東三水，因此也以「三水婆（婦）」（或 Samsui women）稱呼她們。在新加坡

後殖民時代因應國家認同需求而成為國家象徵與歷史代表。在本論文中，我將「紅

頭巾」視為第一代至新馬地區之華人女性移民的其中一群，透過分析「紅頭巾」

身為移民女性的生命經驗，瞭解她們在經過時代與社會變遷之後，其國族身分轉

換及被整體情境形塑的歷程，揭露後殖民國家如何利用女性移民生命經驗以構築

自我歷史論述與建構國家認同的手法；另一方面，輔以西馬來西亞（West 

Malaysia）第一代華人女性移民的生命經驗做為比對，加上一般大眾的社會記憶

與媒體論述等種種闡述，以瞭解女性移民的生命經驗與現代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

並從不同時代社會脈絡以及各種媒體、社群的記憶與論述，探詢「紅頭巾」在新

加坡社會受到形塑和建構的歷程。隨著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境的變遷，「紅頭巾」

跨國流動與移居、適應的生命經驗，成為新加坡社會闡述與再現自身記憶的腳本，

更化約成一項因應新加坡國族認同需求而形成的象徵，在當代成為個人展現其國

族認同的載體。然而再造過程之中發生的爭議與權力競逐的現象，以及個人內心

的衝突和矛盾想法，則突顯出新加坡國族認同的分歧和差異。 

本研究比對第一代移動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女性移民的生命經驗及社

會記憶的變遷，以討論女性與國家的關係。我從人類學討論女性與國家的概念著

手，討論當代新加坡特殊的社會情境中，從事建築業的「紅頭巾」特別受到建國

論述的關注的理由，進而探討這個現象與新加坡的歷史背景及後殖民情境的關聯。

從「人」的角度著眼，我視新加坡「紅頭巾」為當代第一代新馬華人女性移民的

典型範例，並將遷移至馬來西亞，尤其是海峽殖民地的第一代華人女性移民做為



對比，瞭解這些女性的遷移背景與個人生命經驗，分析她們分別在新加坡或馬來

西亞的社會論述中的呈現，從以比對及討論當代新加坡以國家做為思考依歸，而

對於「紅頭巾」進行單向論述的特殊目的，以提供一個對比的角度。以「情境」

的層面切入，本論文特別關注於新加坡後殖民的時空背景，討論此時代強調紅頭

巾做為第一代華人女性移民的勞動與生活經驗之各種現象，分析這些現象與新加

坡國族意識建構結合在一起的論述所反映出的意涵。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瞭解新加坡突顯紅頭巾女性移民為建國英雄的背後

涵義，尤其是女性形象與國家意識的相互建構與關聯。一方面，媒體論述透過抽

取個人主體的部分生命經驗，在實質環境中進行以國家為主的觀點記錄，另一方

面，這些論述進一步地輸入國家意識與解釋於紅頭巾的女性形象，並期使一般社

會大眾的想法與國家思考邏輯一致，尤其將重點放置在她們自中國移居至新加坡

之後的勞動經驗，以給予後殖民時期的當代新加坡建立國家意識之意象與符號，

並不斷在此情境中強化、複製與再生產。 

研究中發現，對女性移民而言，移動的經驗與其後適應之意義應更擴大，也

更需要重視她們對於移居地的詮釋及進行詮釋的脈絡。另一方面，我也發現女性

經驗受到歷史、文化、國家權力等交織脈絡的影響，與製造的、建構的、想像的

國家認同進行相互建構，於新加坡建國以降至現今後殖民時代，以國家認同對第

一代從事建築勞動的女性移民「紅頭巾」賦予特殊論述，導致她們必須藉助這些

受到國族認同建構的現代論述，對於過去到今日之自身地位及謀生策略的既存社

會壓力與刻板印象進行顛覆，也順應如此描述而被收編在新加坡國家認同的論述

中。在新加坡的社會情境中，這批女性移民的勞動力與國家建構之關係，集中在

經濟發展層面的建構，一方面企圖證明女性透過經濟地位的提升而發展的身份認

同，一方面則藉由她們來詮釋對於國家的意識與認同，然而個人主體經驗與國家

認同意識的連結之間，仍存在了父權宰制的關係。 

透過瞭解個人主體生命經驗的差異，可以檢視國家藉由創造及操弄社會差異，

以達到人們認同經驗一致的合理性，尤其是以女性做為主體的個人經驗，更具有



反應社會整體結構差異的意義，而此種社會整體結構差異造成的國家認同論述，

則是本研究所關懷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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